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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之更替，相伴而来的就是财产上的重新分配，“成者为王，败

者为寇”是一条通则，“成者”的一方可以毫无顾忌地强占“败者”一方的财富。

强权决定了一切。1911 年民国肇兴，宣告实行了千年的帝制时代的结束，整个

社会结构亟须重造。旗地为清代所特有，名义上也是一种官有财产，民国政府对

旗地的处置不是简单的发个公告予以没收，而是根据旗地的实际占有情况，成立

专门机构对其产权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清理。与此同时，对旗民的生存状况也给予

了一定的关注。民国的诞生，不仅仅是“换了个主人”，政府在许多地方采取了

与历代各朝不同的做法，由此彰显了政权性质之差异，昭示了时代的变化。 

 

一、 东南旗地、旗营之由来 

作为清代满族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旗地是对所有权属于八旗的土地

的通称，主要分配给有旗籍者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官员及兵丁，亦称

八旗庄田。按清人的说法，此乃“义同乎胙土，制等乎分田。” 但是，旗地在满

族入关前后的性质是不同的，一种观点认为：“入关以前基本上属于以奴隶制庄

园和农奴制庄园为主导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入关以后，除少量的皇庄和王庄外，

占绝对数量的一般旗地很快向封建地主所有制转化了。”
①
 清初的旗地大多通过

暴力手段，掠夺百姓的土地取得。旗地是清代一种重要的土地形态，其分布范围

很广，后来发展到有所谓的“畿辅规制”、“奉天规制”，还有屯田旗地（“屯户规

制”）、各处驻防地亩等。其田地来源不同，形成的背景也十分复杂。总的说来，

旗地主要分布在关外及直隶地区。就东南地区而言，也有旗地分布，这就是驻防

地亩，或称旗营。“清室入主中夏，以八旗将士驻防各省要区，控制形胜，为一

种特别之制度。此项旗营，在所驻之地，自成一局面，为时二三百年”。
②
  

                                                        
① 参见王锺翰：《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② 徐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1 页。 



清兵入关，节节推进，迅速攻取了很多城池，为了镇抚地方，圈地驻防。顺

治二年（1645 年），在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等八处设营，驻扎满洲兵。

后以满洲蒙古汉军兵丁镇守东南要地，于江宁（南京）、京口（镇江）、杭州、福

州等处驻防。 

南京为东南重镇，顺治二年（1645 年），清兵攻占南京，即创设江宁驻防旗

营。江宁旗营额设马甲正兵 4000 名，分为八旗。顺治十八年（1661 年），始定

将军主其事，以两名副都统佐之。将军从一品，位与两江总督齐。 

京口旗营，位于镇江城外，控扼长江下游。顺治十一年（1654 年），清廷命

江宁昂邦将军移驻镇江，次年又命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大将军，统率八旗官兵，

驻防京口。顺治十六年（1659 年），命都统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统八旗官兵

共甲二千副，并左右二路水师驻扎镇江，镇守沿江沿海地方。镇江原为汉军驻守，

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裁汰汉军，抽调江宁旗营驻防兵（主要是蒙古兵）

1317 名，以一员副都统率领前往镇江，改称京口驻防蒙古八旗。
①

顺治四年（1647 年），清廷命副都统董阿赖率师驻防杭州，遂为驻防旗营之

始。
②
起初，清兵抵杭州，于清泰、望江、候潮三门一带修筑兵垒。顺治五年（1648

年）春，专设镇守将军驻防杭州，散居民庐，以民居大者为衙署，小者为兵房。

兵与民杂处，日久颇有龃龉者，遂商议划定地段建筑驻防兵营。顺治十七年（1660

年），设杭州总管一员，康熙二年（1663 年）改为杭州将军。 

福州则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设置八旗驻防，雍正七年（1729 年）设三

江口水师旗营。③

各地驻防体制有所不同，“在乾隆朝八旗汉军出旗为民以前，八旗驻防有满

蒙与汉军合驻、满蒙合驻和汉军单驻等几种形式，其中西安、杭州等地为满蒙汉

军合驻，京畿各处以及江宁、荆州等，或因其地位特殊，或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

件，而为满蒙合驻而无汉军，则汉军单驻之处有三，最早的是京口，其次是广州

和福州。”
④
各地驻防旗营的房地来源不一。明清易代，前明公、侯、伯、驸马、

太监在各地城镇留下若干房地，名义上虽是“察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

                                                        
① 据《京口八旗志》。 
② 一说，顺治二年（1645 年）初，设杭州梅勒章京，是为杭州驻防之始。 
③
 参见《福州驻防志》、黄曾成的《琴江志》等。 

④ 详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旗的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①实际上大多被强占了，原主的权利根本不顾。随着各省驻防营地的建立与扩大，

房地来源也发生了变化。此以江宁、杭州的旗营、旗地为例进行考察。 

有关江宁驻防的情况：“原定马厂地界，分为三厂，共计 15110 余亩，内除

留护明陵地 1130 亩，禁止挖掘，又除省卫项下升科地 790 多亩，实余地 13190

亩，其高阜处皆可埋葬，低洼处仍堪牧马，两无妨碍，准予公葬。”
②
此为大概。

江宁旗地城内外皆有，其具体分布：在城内的列为皇城内、王府园、北城、夜东、

夜西（夜东、夜西以在夜字铺之东西而名）五处，城外有大教场、小教场、官大

圩、左翼、右翼、太平门六处。 

江宁旗营驻明皇城者，称驻防城。防城内设有很多官署，其占地面积不一，

据民国二年调查，大的如将军署，占地 37.2 亩，小的如笔帖式署地仅 1.21 亩。

驻防兵丁亦各有住宅与普通营房，可供其家眷居住，“比屋而居，世代相承”。驻

防旗员兵丁，除发放俸饷外，还分配土地。顺治五年（1648 年）题准，江宁驻

防旗员，给园地百八十亩至六十亩不等。皇城因是原驻防所在，故旗地最多，内

有高园、矮园、新续之分。清初，旗民以其身份特殊，在所住房屋周围都筑有高

墙，故称高园。王府园，历来是官宦之所，明太祖为吴王时居于此地，遂被视为

发祥之地而长期搁置，不许臣民私占。后一度为太监王瑾宅第，王瑾殁后，改为

承恩寺。清兵进占南京，没为旗产。其他几处旗地，来源不一，或系旧时官署营

房遗址；或系皇庄官田，赐庄田园；或属习武公地，如大、小教场。这部分旗地

在产权上可以说是历史上承袭而来的官地或公地。 

另有一些旗地的由来值得追究，如时常出现旗民与当地民众“互争无主地无

法解决，如能径向将军署领照认租，纵系民有，亦被指作旗地，不特人民不容异

议，府县亦不敢过问。”③这一方面反映出驻防军人染指民间私产的事实，同时，

也形成了旗地散处全城的格局，这些东鳞西爪的旗地在产权上更易造成纠葛。 

南京旗地面积以后又有增加。到乾隆中叶，由江宁驻防官兵出资购买八卦洲，

领有执业部照。在八卦洲上所收的芦草，专供旗营炊灶之用。该洲濒临江湖，经

年累积，续涨新滩。1921 年，经有关部门丈量，丈明该洲面积为 85365 亩，而

旧额仅 24000 亩（折合新弓 27900 亩），溢涨新滩达 57465 亩。八卦洲，乃驻防

                                                        
① 嘉庆《钦定八旗通志》卷七十三，《土田志•各处驻防地亩》。 
② 嘉庆《钦定八旗通志》卷七十四，“土田志•八旗茔地”。 
③ 参见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正中书局 1935 年印行，第 6、7 页。 



官兵共同筹资，通过买卖而得，在产权上与普通旗地不同，应属“旗民共有之私

产”。此外，旗营在外地也拥有一些田地，如万春湖，也叫万顷湖，坐落在安徽

当涂、芜湖境内，乃清廷拨给旗营的牧马之地。 

杭州旗营竣工于顺治七年（1650 年）。杭州自元末张士诚改作城垣后，终明

之世，居民以濒湖一隅，最称繁盛，次则吴山之麓，次则望江、清泰两门之间，

只有北隅梅家桥、水星阁诸处，原为宋末张功甫南湖旧境，多场圃园囿，较为疏

旷，于是，初拟在此兴工营建。后据礼部、工部之议，择定杭州城西隅濒湖中段，

圈定市街坊巷而筑驻防兵营。巡抚萧启元随后圈定仁和县境东西南北图及右卫中

所屯地，共计征地 140 亩、住宅基地 520.4 亩、荡 7亩、屯地 117 亩；又圈钱塘

县境南北图西壁坊及前卫屯地，共计征地 2.4 亩、住宅基地 220.6 亩、屯地 27.2

亩，相度形便，从事建筑。 

旗营的具体位置，位于杭州中城西部，西倚旧城，濒湖为堑，其范围：南自

涌金闸而东，沿河越曲阜桥，跨清湖河将军桥，东包俞家园，折而北，截积善坊

巷、东平巷、寿安坊巷、崔佳巷、铁线巷、里仁坊巷之西端，复折东三十余步，

又北截蝙蝠弄、睦亲坊、宝树巷，更北沿高地上至结缚桥，折而西，跨河绕井字

楼，直西至米仓弄、风波桥，复西北沿浣纱溪西岸至小车桥，南折，西抵钱塘门

而止，环九里有奇。城以砖石为之，为门五：南曰延龄，东之南曰迎紫，东之北

曰平海，东北曰拱辰，西北曰承乾。其中延龄、迎紫、平海三门，各宽一丈二尺，

高一丈六尺，拱辰、承乾二门较狭小。另有水门三座。后“犹以为未足”，于顺

治十六年（1659 年），续圈界墙外钱塘县境南壁图西壁坊征地 75.7 亩、基地 325.7

亩，自后无所增损。计统营内地 1104.5 亩，城外四旗地 325.5 亩，城脚基地 18.4

亩余，共地 1436 亩多。
①
有人指出：“明代税制宽，多有隙地，为经文所不及，

故所圈仅千亩有奇，而占地甚广。”
②
这样看来，实际面积可能还要大些。 

清政府在杭州人口最稠密地带圈占这么多地田地，是建立在大量居民背井离

乡的基础上的，有人估计，被迁居民约十万户。在这一过程中，原业主不仅产业

丧尽，而且还必须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替旗人缴纳被占领的土地税收。 

驻防旗营既定，兵民相隔，按例军民之间应该相安无事，然而，还是经常发

生官兵圈占民房的事件。顺治十八年（1661 年）二月，王弘祚以太子太保、户

                                                        
① 参见张大昌辑：《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五，“营制”，浙江书局光绪年间刊行。 
② 见徐映璞：《杭州驻防旗营考》，《杭州史地丛书》第二辑第十二册，杭州图书馆 1985 年复印。 



部尚书的身份上《题官兵圈占杭州民房其民实苦事本》，内中提到：“总管柯魁带

领官兵驻防杭州，圈住民房一千四百五十二间，被圈之民实苦失业……”①杭州

市民的房屋被官兵蛮横侵占，失去了财产，地方大吏彼此推卸责任，拖延多时而

不得解决，居民深受其害。 

考东南旗地、旗营房地的来源，除承袭前代的官地或公地，包括官署营房遗

址、皇庄官田、习武公地如大、小教场等，而更多的是凭借政治、军事的强势，

赤裸裸地侵占私人财产。在此过程中，百姓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被圈民户，

不获庐舍，往往栖止于神庙寺观及路亭里社中，历数年而后定，且额征地税如旧，

至康熙中始获除免。”
②
清兵占领民房，在东南的许多地方随处可见。顺治十六年

（〔1659 年〕，因沿海不靖，苏州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

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
③
在松江，一些前朝官员的

园林更是成为清兵公开豪夺的目标。松江城内的徐阶赐第、钱相国机山居第、董

中丞府第，及上海的陆家宅第、露香园等，或占居改建，为清将衙署居所。名臣

徐阶居第，被大肆改造，“一如抚院军门制度，建牙列戟，居然行台矣”。上海露

香园，在清康熙初，移住水师，启建营房，“夷山堙谷，摧枯伐朽，纵横筑室，

宛然壁垒”。
④

这种现象并非清代所独有，审视历代王朝，夺取政权后也经常采取类似手段。

伴随着王朝的更替，财产得以重新分配，“成者”的一方，可以无所顾忌地强占

“败者”一方的财富，粗暴地将它们变为官产、公产，或换一个口袋，成为另一

些人的私产，而毋须过问财产本身的来源、权属。在那种通则中，“强权”、“枪

杆子”决定了一切。财产上的得与失，不断轮回，这正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中的

常态。 

 

二、旗地的权属在发生变化 

旗地是清代独特的土地占有形式，但其权属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旗地，系旗人世产，可以世袭，实际上也是清朝的官地。清初对于旗与旗之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40 页。 
② 徐映璞：《杭州驻防旗营考》，《杭州史地丛书》第二辑第十二册。 
③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一，“小韩都堂”。 
④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十，“居第”。 



间、旗与民的土地转让都予以严厉禁止。清代律例中对旗地、旗产有几条规定，

首先对八旗人员置买产业进行严格控制。
①
另有一条规定：“旗地旗房，概不准民

人典买，如有设法借名私行典买者，业主、售主俱照违制律治罪，地亩房间价银

一并撤追入官，失察该管官俱交部严加议处。至旗人典买有州县印契跟随之民地

民房，或辗转典卖与民人，仍从其便。”
②
后来，越旗交易有所放松，然而对旗与

民之间的田地控制仍很严格。遇有旗人因特殊缘故典卖土地，照《八旗买公产例》。

到乾隆时，规定旗人遇事故典地者，要报主管官员存案，“以备查赎，或图多得

价值，准其不拘旗分出卖，漏税私立文券者，治罪。”
③
可见，旗地不同于一般民

地的买卖。 

虽然，清廷一再重申严禁旗地交易，但民间土地买卖风气的盛行，无以遏制，

由此也有力地冲击着旗地内部的稳定性，加之旗人分化严重，典卖土地者日多。

所以，到乾隆年间，旗间交易、旗民交易已十分普遍，以致出现畿辅旗地，在民

者已“十之五六”。
④
经历康熙、雍正、乾隆数代演化，旗地发生了较大变故。乾

隆三年（1738 年），乾隆帝说过这样一段话，颇足注意： 

朕前以旗人生计贫乏者，多令将八旗入官地亩立为公产，取租解部，按

旗分给，以资养赡。但思此等入官地亩内，有我朝定鼎之初圈给八旗官兵将

钱粮悉行豁免者，亦有旗人与百姓自想交易出银置买仍在州县纳粮者，两者

                                                        
①《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八“户律田宅”规定：“ 凡八旗人员置买产业于各省者，令该员处实首报交与

该督抚，按其产业之多寡，勒限变价归旗，如有隐匿不首及首报不实者，该督抚访查题参，将所置产业入

官。其隐匿不首者，照侵占田宅律治罪。首保不实者，按不实之数，亦照侵占律治罪。如地方官扶同徇隐，

别经发觉者，照例议处。其未经查出之知府并督抚司道均照例分别议处。至于查禁以后，仍有违禁置产，

私相授受者，照将他人田产朦胧投献官豪势要律，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产业入官，其托民人出名

诡名寄户者，受托之民人，照里长知情者隐瞒入官家产计所隐赃重者坐赃治罪，受财者以枉法从重论，地

方官失于查察者照律议处。” 
②《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八“户律田宅”。 
③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二月甲戌，载《高宗实录》卷五五七，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

济资料辑要》，第 136 页。 
④ 针对这一些现象，乾隆十九年二月壬辰，军机大臣等议奏：“臣等现查以俸饷坐扣赎出地亩及买得公产

地亩共九千八百十三顷八十二亩，除租佃与民及典卖在旗外，其余典卖与民人地亩共七百二十五顷二十八

亩。伏思此项地系特恩动帑向民赎回，将伊等俸饷坐扣，俾各得原业，不许私行典卖与民之处，例禁甚严；

乃竟有不肖旗人，图利私典与民，民人违例私典，均属不合，请将此项七百二十五顷有另地尽行彻出 …… 

再查旗人原圈地亩及自置地亩内，从前清查时未报，此次报出典卖与民共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九顷零，既据

自行报出，照议免其治罪，应交与各差佐领，清查原业主，如能交银回赎者，令其回赎；如不能回赎者，

将此项地官赎 …… ”从之。参见《高宗实录》卷四五六，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

辑要》，第 136 页。 



原属不同，祗因旗产入官，有粮无粮，未经分析，一并交官收租，是以部册

并造入公产，此项民地当契买之时，旗人执业，民人得价，原系彼此乐从之

事，若以入官之后，一概定为公产， 不准民赎，殊非朕轸恤畿辅黎赤之本

怀用，是特颁谕旨，除原圈官地为旗人世业，自不容民间置买，其旗人自置

有粮之民地，现在入官者，如有欲售之人，不论旗民，一体准照。①

清朝规定凡官地例禁与民交易，然旗人不习耕种，生齿日繁，不免“私有质鬻”。

雍正初曾清理旗地，令颁帑赎回，“凡不自首与私授受者，胥入官为公产旗地，

令宗人府内务府八旗具各种地亩坐落四至，编制清册，是为红册，以备审勘旗民

田土之争。”
②
乾隆初，朝廷仍动用公帑回赎民典旗地，但规定凡赎入官地并抵帑

籍没等田，皆征租，曰旗租。这部分旗地在产权上实际已发生变化。此后，旗地

多为汉人租种，旗主坐享地租。有的旗人为了逃避典卖之名，而以押租的名义将

土地交给民人，这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典卖了。 

旗地的占有日益复杂。一方面，它在不断地被变卖；另一方面，部分旗民却

在私下购置民地。有关旗民置产，向有定例，规定除所圈田地外，“民间地土房

屋，禁止旗人置买”，以后重申禁令，如有违例，所买地土房屋尽行入官，买者、

卖者一并治罪。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作出更定，准许驻防兵丁在外置立

产业，由此使旗民拥有的地产益显纷扰。 

针对旗地经常出现的变卖现象，清廷开始考虑作些变通。户部于咸丰二年

（1852）讨论“变通旗民交产章程”，内容有：一、查出私买旗地，免追花利。

二、清查各项旗地，划除民地。三、民人呈报升科地亩，宽予期限。四、带地投

充等弊，严行杜绝。五、应报升科地亩，不准徇隐。六、从前典当旗地，改立卖

契。七、借名私买旗地，改归买主 …… 。此外，还包括新卖旗地，设法稽查；

旗产归旗，照旧纳粮等，并要求“责成州县办理，分别劝惩”。
③
虽然还有一些限

制，毕竟有所松动，特别是准允将从前典当的旗地改立卖契，即默认了变卖的事

实。以后，旗地日渐分解，权属紊乱。所有这一切给日后旗地产权的清理带来了

麻烦，但同时也要求新政权考虑到旗地实际权属的变化。 

                                                        
① 嘉庆《钦定八旗通志》卷六十四，“土田志•畿辅规制三”。 
②《清史稿》一百二十，“食货一•户口•田制”。 
③ 咸丰二年十一月，载《文宗实录》卷八十，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 137

页。   



 

三、民国的举措：没收旗地与尊重实际的产权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延续了千年的帝制宣告终结。这是

一个新型的政权，从其性质到具体的行为措施，处处显示出一些新气象、新变化。

虽然政局跌宕起伏，但一些社会变革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就产权制度的演进而

言，立法上有了重大突破，明确了“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

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旗地、旗营不容存在，其财

产属于全体人民。另一方面，民国政府也尊重私有财产。所以，在旗营、旗地的

处置上，不是简单的发个布告，没收夺取了事，而是经过一番具体的清理与整顿。 

对于杭州驻防旗营而言，较少有旗产纠纷，只是拆除与重建的问题。辛亥革

命爆发，杭州起义摧毁了清朝八旗兵在杭州的驻防营地，军政府很快没收了旗营

土地。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动，新政府掌握了大片土地。民国二年，开始拆除旧

旗营城墙，打破西湖湖滨一带的封禁，并把它开辟成新市场。 

为了筹集资金建设新市场，新政府于 1913 年贴出布告：任何具有中国国籍

的公民均可投标竞地。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地块划分，分等标卖。特等地位于

湖滨路沿街和主要马路的交叉口，价格每亩 1，500 元。其他，一等 1000 元，二

等 800 元，三等 600 元，四等 300 元。起初，人们在观念上还不能适应，购买者

不甚踊跃，一度竟降价销售。此后，随着人们对这一地段的潜力看好，买主渐多，

到 1920 年已销售一空。通过这种标卖的方式，将公地转化为民地。在实现产权

转让的同时，政府获得了巨额资金，然后就有能力去规划、建设新城市。凡此，

对杭州城市近代化有着很大影响。 

南京的旗地财产则比较复杂，亟待登记清理。江苏地方专门设立“清查江宁

驻防旗营财产处”，办公地点在江南巡警学堂旧址。该处成立后，着手调查旗产，

对皇城内高、矮园旗地还逐块进行丈量绘图。不久，该处被撤销，改由南京府知

事接收，另设“南京府清查旗地处”。从清查江宁驻防旗营财产处移交的清单中，

可以看出当时对旗地调查的进展情况，计有：旗营官私房屋清册 2 本，城内外田

地山清册 4 本，旗营官有园地清册 1 本，官有桥租清册 1 本，私有房屋租照根 1

本，地租照根 2 本，桥租照根 1 本，城内园地租照 3 本，旗民领回私产执照存照



1 本，城外田地照 3 本，皇城地租照 2 本，卷 226 宗。①民国初年，地方政府能

根据旗地存在的实际情况，具体处理，如仍准许民领回或承租，分别发给执照、

租照。 

民国时期，时事纷扰，各种机构时设时裁，迭有变革，有关旗地调查与旗产

处理的机构也多有变化，先后改名江宁驻防旗产征租局、清理旗产处（附设于江

宁县）、旗民生计善后处等。至 1927 年，南京特别市成立，改称南京特别市旗民

生计处，主要处理旗民生计及旗产事宜。 

旗地，是清代特殊的土地占有形态，早期旗地与民地有严格区分，实质上是

国家“公地”，后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旗民内部出现分化，部分旗地

事实已与民地无疑，私下也在买卖交易，但鉴于满清政权性质，旗民省份的殊异，

旗地终究是一种特殊的地产，民众置买旗地，仍心存疑忌，所以隐匿者不少，有

的只是私下承诺，并无正式契约，这给后来清理旗地带来麻烦。此外，旗地散处

各地，其中部分租与民众，每年收取租金，租金甚微，有的承租人在取得旗地的

使用权后，于承租地上建造房屋，再行租赁，由此获利。地产与房产的分离，也

增加了厘清产权的难度。凡此都说明清理旗地是一项复杂的事务。围绕旗地所有

权的争端，主要发生在“执有旗地者”与政府部门之间。 

自土地局进行旗地登记，按市政府方面的认定：凡属旗产，一律没收，产权

属全体人民，以前如曾订有契约，则皆系租赁性质，而无所有权。但一部分旗地

执有者则认为：旗地、旗产性质十分复杂，以现今的旗产实际情形而言，十有九

已为汉人管业，这些人均由钱款购买所得，立有契约。现在一概宣布为市有，这

便是侵夺人民财产。于是，官民之间就现实旗地的所有权问题上发生对抗。 

从清初以来，旗地产权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后来旗产执有者，自有他们充足

的理由，这里，我们引用一位名叫储枝祥的的陈述，他是作为南京东城（皇城）

地区的代表： 

查东城之旗地，向分高园、矮园、新续三种，其产权性质各异。高园 

为所有权，矮园为永佃权，新续为承领权。缘清初曾于南京设将军一职，驻 

明故宫旧址，以统八旗。旗民所住房屋，周围设有高园，故有高园之称，是 

为旗民私产。东城以内，除官署操场外，人烟稀少，荒地甚多，将军奎在同 

                                                        
① 参见万国鼎著：《南京旗地问题》，正中书局 1935 年印行，第 17 页。 



治年间，请旨招垦，由汉民领取是项荒地，垦熟之后，纳粮耕种，子孙相继，

为旗民佃户。其佃权转辗推让，至今已八十余年，俗称谓矮园，对高园而言 

也。民国初立，将旗产没收。经过旗民之吁请，民国二年复将明故宫高园三 

千六百余亩发还旗民。此项园地，大都由旗民转卖与汉人，皆有契照可查。 

而矮园田户，自民元即与旗民发生土地之争执，后卒规定于旗民生计处纳 

粮，以其十分之四作为旗民之生计费。高园则皆领有执照，并经验契，照 

内有该户业主租户旗民私产等字样，验契纸亦有所有人之称。因经办人之不 

同，而所用文字有异。矮园多无印照，其纳粮推让，则凭粮串。民国元年曾 

一度改为纳粮，后复改为缴租。盖经办人亦莫名真相，用字互殊。而一般农 

民祗知有田可种，漫不经心。然在法律上之性质，固无变更也。新续为在清 

末招垦之旗地，民二一律升科，所占亩数不多，国家有垦荒条例可援，均不 

可视为租借。今市政府土地局登记章程，一律改为承租人，是将民等所有权、 

永佃权并垦荒条例一律推翻，民等何以为命，为此恳请大部尊重人民私产， 

饬令订正登记章程及登记声请书，将承租人字样分别改为所有人、永佃人、 

承领人以确定各种权力，并准予展期登记。①

旗产的拥有者对南京东城旗地的不同性质、产权演变作了回溯，并以相关契证为

据。土地局据此也作出了回应，其要旨：（1）产权属性。旗地不准买卖，只能推

让，凡推让契纸上，都注明“租地”字样，此性质属租借无疑。又查得旗民生计

处之收租执照，无论高园、矮园，都写明“租户”二字。这十多年来，大家没有

争议。断不能因为曾经验契，领有民国三年的新契纸与民国十七年的验契纸上印

有“所有者”三字，就认定已取得了所有权。（2）从具体之产权状态来说，东城

以内房屋，在清代时属于旗员衙署，或旗兵营房，均系公家所建筑，而旗人自行

建造的很少。辛亥革命爆发，东城房屋大半烧毁，旗人星散。民国成立，政府顾

念旗民生计，对于旗民原住之地基，准其继续“承租”，或推让“接租”，此已属

国家政策宽大。虽然，民初所发之租照内，印有“业户”二字，或填写“接租旗

民私产”字样，然根据事实，不足为凭。此类旗地，既向官府接租，何来旗民私

产？所以，后来，在租照中将“业户”改为“租户”。（3）至于储枝祥等代表提

出的几种不同产权性质，也经不起推敲。如所谓的东城荒地，汉民领垦，显非事

                                                        
① 转引自万国鼎著：《南京旗地问题》，第 62 页。 



实，在满清旗营内，汉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领垦的，须由旗民承租后，始得向旗

民租种，关于此项规定，旗人中的年长者都知道。而汉人为旗民佃户一说，也属

虚言。即使当时的汉人能直接向清官府领垦东城旗地，则耕种该地的汉人，又何

必子子孙孙相继为旗民佃户呢？何况，遍查旗民当年租与汉人承种之地，并未发

现永佃租契，等等。 

在这场争辩中，双方都各执一词。政府一方从大处着眼，坚持旗地固有的产

权属性，其房屋基地，皆为官有。既为国家公共财产，理当没收，因为那是属于

全体人民的。而旗地的实际占有者，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更多强调旗地的多

样性与旗产在长期发展中所经历的变化，并抓着民国初年官府颁发契据中的失

误，大做文章。公允地说，从旗地的产权性质来讲，确属官有。但如果从契据的

连续性、有效性，及晚清民初旗地的实际运作来看，旗地的实际占有者完全有理

由认为自己是旗产的所有者。特别民国初年所颁发的旗地契证上写明“所有权”，

不管是默认、还是办理时的失检，都属于官府行为，理应承担由此出现之后果。 

因涉产权纠纷，官民之间各不相让，以至租金积欠甚巨，遵章缴租或按公布

地价承买者寥寥无几。直到 1934 年以后，南京市财政局颁布“处理旗地办法”，

其要点：（一）过去欠租基地准照五折清缴农地三折塘地一折；（二）将来租额依

照行政院公有土地处理规则第八条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五之规定，基地准酌减为千

分之一农地千分之点六塘地按农地折中；（三）如愿缴价承领其应缴地价准予八

折计算；（四）如愿缴领而无现款缴纳地价与欠租者准划地作抵但有建筑物之基

地不准划抵；（五）溢地应饬价领缴价后始作抵；（六）一、三两项办法以本年内

为有效期间过期不予折减。①政府作出了较大让步，南京旗地的权属问题才得以

大致解决，或租或买，产权开始明晰。 

民国时期，相关部门对东南旗营、旗地的清理遵循了二点：（1）对前朝的官

有土地采取了没收原则，收归国有；（2）同时也考虑到了旗地的实际占有情况，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成立专门机构，制定

章程、条例，清理了相关的土地，该保障的予以保障，该限制的进行了限制。对

旗地的清理，其目标与民国土地的“民有化”进程是相伴随的。 

清王朝覆灭后，旗营拆毁了，旗地被没收，在清朝享有特权的旗人也逐渐融

                                                        
① 转引自万国鼎著：《南京旗地问题》，第 19-22 页。 



入于普通民众之中。旗人作为清王朝的特殊群体，长期以来养成了赋性傲惰、不

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习惯，一旦他们的政权倾覆，就变得困苦狼狈。在丧失了原

有的土地、特权以后，因无一技之长，多数旗民颠沛流离，嗟来乏食，可谓惨不

忍睹。“革命军兴奏凯歌，八旗生计付江河。壮年给养非长策，刻苦经营愧白俄。”

①
民国初年，各省旗民给养无着，其中一些人便游食于上海，但由于长年游晃闲

散，习性难改，来沪谋食颇感困难，还不如十月革命后侨寓到上海的白俄人，能

从事各种职业，自食其力的。民国政府鉴于各地旗民苦状，曾发文安置。在杭州

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建造平房 500 间，安置八旗兵的家属。“旗下新市区的东北，

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

开了他们的安置区。”
②
在南京大中桥都统署街，集资建平房三处六所计 270 间，

名曰“旗民栖息所”，专供旗民住宿。然而，一些旗民好吃赖做，故态复发，竟

将所租官房转租，收取租金，逍遥一番后又失住所，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南

京市，为解决旗民的生计等问题，曾先后颁布《宁省善后工艺厂开办章程》（1915

年 10 月）、《南京特别市政府旗民生计处管理旗民住屋办法》（1929 年 6 月）、、《南

京特别市八旗教养院组织章程》（1929 年 7 月）、《南京市旗籍小学生免费规则》

（1933 年 7 月）、《南京市旗民给养规则》（1933 年 7 月）。从总的说来，民国政

府对旗民还是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与保护。 

 

（收入《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版，略有修改） 

                                                        
①
 余槐青：《上海竹枝辞》，引自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  

② 蒋梦麟：《民国初年之社会动态》，载《天堂与地狱》，“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一辑（1900－

1949 年），文汇出版社 1997 年版。 


